
分歧再探： 进口自由化压低了
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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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 投入产出表测算获得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中国加工制造业、
非加工制造业和整体制造业的双边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采用数据比

对、 半参数模型和参数模型对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分歧进

行再探究。 结果表明： 进口自由化会通过替代效应和竞争效应分别压低和拉升中

国加工 （非加工） 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因替代效应强于竞争效应， 两种效应叠加

后， 中国加工 （非加工） 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下降； 进口自由化的结构效应会提

升 ＤＶＡＲ更高的非加工制造业部门在整个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比重， 该效应逆

转了加工 （非加工） 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下降对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负向影响，
最终使得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提升。 在 “逆全球化” 兴起的国际背景下， 本

文的研究肯定了中国继续推进进口自由化政策的方向， 并强调搭配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政策和非关税改革政策能让进口自由化对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提升的效

果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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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回溯过去的 ３０年， 中国的进口自由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

个阶段是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的 “入世” 准备阶段， 中国用了 ５ 年时间将总体进口关税

由 １９９２年的 ４２􀆰 ９％降至 １９９７年的 １７􀆰 ６％；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为了

兑现 “入世” 承诺， 中国用时 ４年又将整体关税水平从 ２００１年的 １５􀆰 ９％降至 ２００６
年初的 ９􀆰 ７％。 此后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 总体上中国的货物进口关税再无大的变动。
然而， 随着 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 中国关税的相对稳定状态开始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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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２０１８年后中国开始加速迈向全面进口自由化， 参与签署 ＲＣＥＰ 以促成进口

关税的进一步下降。 然而， 降低关税形式的进口自由化也给中国的政府部门和企业

带来了隐忧， 即低关税下， 国外产品的涌入是否会造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

的 “低端锁定”？ 此前， 就有一些学者 （ 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ｔｕｍ， ２００１［１］； Ｆｅｌ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ａｊｏｌｉ， ２０１５［２］） 曾指出， 国外中间品的引入会降低本国企业的研发创新动力， 造

成进口国的产业被 “低端锁定”。
在研究 “低端锁定” 问题时， 学者们常会比较各国单位商品出口中完全由本

国生产的增加值含量， 即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ＤＶＡＲ）。
尤其在制造业领域， ＤＶＡＲ 更高的国家通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获益能力更

强①， 被 “低端锁定” 的概率也更低。 为了研究进口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

的 ＤＶＡＲ， 近年一些国内外学者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３］；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７［４］；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７［５］； Ａｉｃｈｅｌｅ ａｎｄ Ｈｅｉｌａｎｄ， ２０１８［６］； 魏悦羚和张洪

胜， ２０１９［７］） 开始直接就进口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关联性展开研究。 但

在少量现存文献中， 学者们的观点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一部分学者认为进口自由

化提升了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进口自由化降低了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根据学者们在研究中所用数据的差异， 本文将现存的文献划分为两类： 一

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 Ｄａｔａ， 下文简称 ＣＩＦＤ） 和中国海

关贸易数据 （ Ｃｈｉｎａ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下文简称 ＣＣＴＳ）， 运用 Ｕｐｗａｒｄ 等

（２０１３） ［８］、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 （２０１２） ［９］和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１０］等提出的微观数据库匹配计

算方法计算中国出口企业的 ＤＶＡＲ， 从微观视角研究进口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之间的关联性， 如：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构建了进口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

ＤＶＡＲ间的微观理论模型， 并验证了中国的进口关税与企业 ＤＶＡＲ 间存在负向关

联；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７） 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进

口自由化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间的传导机制展开研究， 并指出中国的关税下降导致

了企业 ＤＶＡＲ 的上升。 另一类基于投入产出数据， 运用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２） ［１１］、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 （２０１４） ［１２］和 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 ［１３］等在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 ［１４］垂直专业

化理论基础上开发出的投入产出分解方法计算国家行业层的 ＤＶＡＲ， 从中观和宏观

视角研究进口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影响， 如：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７）
基于 ＯＥＣＤ 投入产出表和 ＩＤＥ－ＪＥＴＲＯ Ａｓｉａｎ 投入产出表研究发现， １９７０—２００９ 年

中国总体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下降了 １６％， 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下降了 １９％，
并证明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导致 ＤＶＡＲ 的显著降低； Ａｉｃｈｅｌｅ 和 Ｈｅｉｌａｎｄ
（２０１８） 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行业 ＤＶＡＲ 并在计算结果上研究发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的 ＤＶＡＲ总体上下降了约 ９％， 其中有 ４％的 ＤＶＡＲ 下降是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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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反之不一定， 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获益能力除了体现在出口增加值率上， 还体现在出口增加值获取量上。



税降低导致的①。 在同一个问题上， 为什么学者们的研究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研究结

论？ 进口自由化真的压低了中国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吗？

图 １　 企业 ＤＶＡＲ均值和双边行业 ＤＶＡＲ均值的测算结果比对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为了找出学者们产生分歧的原因， 本文首先对此前学者们使用的中国微观企业

数据和中宏观全球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详细比对。 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３） 的方法，
本文按照企业名称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 ＣＩＦＤ和 ＣＣＴＳ数据进行匹配并计算出中国制

造业企业的 ＤＶＡＲ。 将中国制造业企业 ＤＶＡＲ同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

的中国制造业双边行业 ＤＶＡＲ 进行比对后， 本文发现此前学者们产生分歧的原因

可能主要源自数据。 图 １中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 ＤＶＡＲ 同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中国制造业双边行业 ＤＶＡＲ的均值比对情况。 从图 １可以看出， 基于不同数据计

算出的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在数值和趋势上的差异都非常显著。 在比较中国微观企

业数据和 ＯＥＣＤ投入产出数据的统计方式后， 本文认为利用匹配后的微观企业数据

库计算获得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ＤＶＡＲ虽然可以用于研究匹配成功的目标企业群体，
但基于微观企业数据获得的研究结论不适合被用来解读中国整体制造业的问题。 因

为， 通过匹配获得的企业样本有两个缺点： 样本选择性和样本大规模丢失。
为了准确把握进口自由化对中国中宏观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真实影响和机制，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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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外， 魏悦羚和张洪胜 （２０１９） 基于ＷＩＯＤ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出的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中国行业 ＤＶＡＲ验证

了进口自由化会提升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但其研究在可获得各年关税的情况下， 却刻意使用 ２００１年关税

代替潜在进口自由化研究关税对中国行业 ＤＶＡＲ的影响， 而不用真实的进口关税降幅来进行研究， 在使用与

与 Ａｉｃｈｅｌｅ 和 Ｈｅｉｌａｎｄ （２０１８） 相同数据的情况下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得出了与 Ａｉｃｈｅｌｅ 和 Ｈｅｉｌａｎｄ （２０１８） 完全

不同的结论， 对比两篇文章后， 本文认为魏悦羚和张洪胜 （２０１９） 的研究方法在科学性上有待商榷， 故不对

其进行归类评述。



文将依托 ＯＥＣＤ的投入产出数据重新验证过去学者们的观点。 与现有研究相比， 本

文的研究可能有以下边际贡献： （１） 区别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等学者基于企业

视角的研究假设，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重构， 首次在划分加工制造业部门和非加工制

造业部门的前提下， 从行业视角建立新假设对进口自由化影响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机理重新展开论证。 （２） 启用 ＯＥＣＤ２０１６ 版投入产出数据库， 借鉴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的原理对中国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的 ＤＶＡＲ 进行

测算， 结合半参数模型和参数模型从中宏观层面检验进口自由化影响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渠道， 弥补企业数据样本选择性强和时间跨度短的缺陷， 并首次在投入产出数据

基础上实现了对贸易方式异质性制造业部门的区分检验， 消除了基于其他投入产出

数据的同类研究因缺少部门异质性问题探讨所形成的传导机制误判问题。 （３） 本

文的研究首次指明了将基于微观企业 ＤＶＡＲ 数据的研究结论套用于宏观制造业的

不合理性， 并证明了关税下降的替代效应在宏观层面的确会从整体上压低中国加工

（非加工） 制造业 ＤＶＡＲ。 （４） 本文还首次在贸易方式异质性视角上验证了进口自

由化会以推升非加工制造业部门出口比重的中介渠道促使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提升。

二、 理论模型

本文利用从 ＯＥＣ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获得的中国双边行业 ＤＶＡＲ 数据展开研

究， 为了保持理论模型与数据相对应， 文章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模型基础上，
借鉴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１５］的思路， 通过设立代表性企业对原模型进行了行业转换，
并对加工制造业部门和非加工制造业部门做了分类讨论。 为了便于理解， 本文保留

了 Ｋｅｅ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模型的微观基础。 文章的理论模型如下①：
（一） 企业 ＤＶＡＲ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设定企业 ｉ 的生产函数为：
Ｑｉｔ ＝ φｉｔＫα

ｉｔＬβ
ｉｔＭγ

ｉｔ （１）

Ｍｉｔ ＝ ＭＤ
ｉｔ

σ－１
σ ＋ ＭＩ

ｉｔ

σ－１
σ( )

σ
σ－１ （２）

ＭＤ
ｉｔ ＝ ϕｉｔＭＤ

ｉｔ ＋ （１ － ϕｉｔ）ＭＤ
ｉｔ （３）

ＭＩ
ｉｔ ＝ ψｉｔＭＩ

ｉｔ ＋ （１ － ψｉｔ）ＭＩ
ｉｔ （４）

公式 （１） 中 Ｑ 为产出， ϕ 为生产率水平， Ｋ、 Ｌ、 Ｍ 分别为资本、 劳动和中间

品投入； 公式 （２） 中 ＭＤ 和 Ｍ１ 分别为国内和国外中间品投入， 公式 （３） 中 ϕ 与

公式 （４） ψ 分别为国内中间品中的国外增加值份额和国外中间品中的国外增加值

份额②； 公式 （１） 至公式 （４） 中， 下标 ｉ 和 ｔ 均分别代表对应的企业和年份； α＋
β＋γ＝ １， ϕ＞１。 企业的要素投入对应的资本、 劳动、 国内中间投入和国外中间投入

的价格分别为， ｒｔ、 ｗ ｔ、 ＰＤ
ｔ 和 ＰＩ

ｔ。 基于公式 （１） 至 （４）， 可推导出企业 ＤＶＡ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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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正文对推导公式进行了精简， 详细推导可参看附录或向作者索取。
根据测算数据中的经验， ０＜ϕ＜０􀆰 ５、 ０􀆰 ５＜ψ＜１。



计算公式如下：

ＤＶＡＲ ｉｔ ＝ １ － γ
ρｉｔ

ψｉｔ

１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σ－１
＋

φｉｔ

１ ＋ （ＰＤ
ｔ ／ ＰＩ

ｔ） σ－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５）

（二） 企业模型的行业转换

借鉴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０） 设立代表性企业的做法， 本文在每个行业中设定两个代

表性企业分别代表行业中加工制造业企业和非加工制造业企业的综合生产水平。 假

设每个企业只在一个行业中生产， 企业都直接参与贸易①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使用

的中间品组合相同。 假定行业层面可获得的本国中间品种类数为 ＶＤ
ｔ 、 进口中间品

种类数为 ＶＩ
ｔ ， 行业中企业 ｉ 的国内外中间品使用总量和中间品种类数量间的关

系为：

ＭＤ
ｉｔ ＝ ∑ ＶＤｔ

ｖｉ ＝ １
（ｍＤ

ｖｉ）
λ－１
λ[ ]

λ
λ－１ ， ＭＩ

ｉｔ ＝ ∑ ＶＩｔ

ｖｉ ＝ １
（ｍＩ

ｖｉ）
λ－１
λ[ ]

λ
λ－１ ， λ ＞ １ （６）

其中， ｍＤ
ｖｉ 和 ｍＩ

ｖｉ 分别为第 ｖｉ 种本国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的使用量， λ 为任意两

种本国中间品之间或任意两种进口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另假定 ｐＤ
ｖｔ 和 ｐＩ

ｖｔ 分别表

示第 ｖ 种本国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在 ｔ 年的价格， 与公式 （６） 同理可得：

ＰＤ
ｔ ＝ ∑ ＶＤｔ

ｖ ＝ １
ｐＤ
ｖｔ( ) １－λ[ ]

１
１－λ ， ＰＩ

ｔ ＝ ∑ ＶＩｔ

ｖ ＝ １
ｐＩ
ｖｔ( ) １－λ[ ]

１
１－λ （７）

在设立代表性企业后， 行业的中间品投入系数 γ 和成本加成能力 ρ 均与代表性

企业相同。 由于生产相同的商品所以两个代表性企业的中间品投入系数 γ 相同。 但

是， 同一行业中两个不同贸易部门的代表性企业的成本加成能力 ρ 不相同。 因此，
同一制造业行业内不同贸易部门的 ＤＶＡＲ 可通过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ＤＶＡＲＰｒｏ
ｊ ＝ １ －

∑
ｉ∈ΩＰｒｏｊ

ＩＭＰＰｒｏｉ

∑
ｉ∈ΩＰｒｏｊ

ＥＸＰＰｒｏｉ

＝ ∑
ｉ∈ΩＰｒｏｊ

ＥＸＰＰｒｏｉ

∑
ｉ∈ΩＰｒｏｊ

ＥＸＰＰｒｏｉ

ＤＶＡＲＰｒｏｉ （８）

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ｊ ＝ １ －
∑

ｉ∈ΩＮｏｎＰｒｏｊ

ＩＭＰＮｏｎＰｒｏｉ

∑
ｉ∈ΩＮｏｎＰｒｏｊ

ＥＸＰＮｏｎＰｒｏｉ

＝ ∑
ｉ∈ΩＮｏｎＰｒｏｊ

ＥＸＰＮｏｎＰｒｏｉ

∑
ｉ∈ΩＮｏｎＰｒｏｊ

ＥＸＰＮｏｎＰｒｏｉ

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ｉ （９）

Ω ｊ 是行业 ｊ 对应的企业集合； 其中 ＤＶＡＲ ｉ 、 ＥＸＰ ｉ 和 ＩＭＰ ｉ 分别表示行业内企业 ｉ
的国内增加值率、 出口和进口， 上标 Ｐｒｏ 表示加工制造业部门， 上标 ＮｏｎＰｒｏ 表示

非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ｊ 是行业 ｊ 中所有对应部门内制造业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

加权均值， 计算后可获得行业层面的 ＤＶＡＲ 公式：

ＤＶＡＲＰｒｏｊｔ ＝ １ － γ
ρＰｒｏｊｔ

ϕＰｒｏｊｉ
１ ＋ （Ｐ Ｉ

ｔ ／ ＰＤ
ｔ ） σ－１

＋
ψＰｒｏｊｔ

１ ＋ （ＰＤ
ｔ ／ Ｐ Ｉ

ｔ） σ－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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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现实中存在很多企业在两个或多个行业中生产或者同时从事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 本文将此类企

业视作两个或多个在不同行业生产的企业。 由于投入产出数据是按照产品所处行业进行汇总的而不是按照企

业进行汇总的， 因此该做法是合理的。 此外， 企业直接参与贸易表示企业不为其他企业进口和出口产品， 这

是企业数据和行业数据能够转换的前提， 对于贸易代理商的进出口视为代表性企业自身进出口。



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ｊｔ ＝ １ － γ
ρＮｏｎＰｒｏｊｔ

ϕＮｏｎＰｒｏｊｉ

１ ＋ （Ｐ Ｉ
ｔ ／ ＰＤ

ｔ ） σ－１
＋

ψＮｏｎＰｒｏｊｔ

１ ＋ （ＰＤ
ｔ ／ Ｐ Ｉ

ｔ） σ－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１）

ＤＶＡＲ ｊｔ ＝ θ ｊｔＤＶＡＲＰｒｏｉｔ ＋ （１ － θ ｊｔ）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ｉｔ （１２）
其中， ｊ 表示对应行业， ｔ 表示年度， （γ， ρ， ＰＩ， ＰＤ） 分别表示行业中间品投入

系数、 成本加成系数、 国外中间品价格和国内中间品价格， ρ ｊｔ ＝ ρｉｔ ， θ ｊｔ
①表示行业

非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三） 关税变动对中国制造业行业 ＤＶＡＲ的影响渠道分析

由于加工制造业企业进口中间产品时并不需要缴纳关税。 因此， 本文对关税影

响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分析将按加工制造业部门和非加工制造业部门分开进行。 此外，
借鉴过往学者们 （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１６］； 魏悦羚和张洪胜， ２０１９） 的研究经验

可知， 进口关税可分为中间品关税 （成本性关税） 和最终品关税 （竞争性关税），
不同关税对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影响也应当加以区分。

１􀆰 非加工制造业部门在关税降低时的反应

首先， 最终品关税的降低会对本国非加工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形成竞争效应， 大

量的研 究 （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１７］；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１８］； 田 巍 和 余 淼 杰，
２０１４［１９］； Ｌｉｕ ａｎｄ Ｑｉｕ， ２０１６［２０］； 林薛栋等， ２０１７［２１］） 已经证实关税降低对国内产

业竞争的提升在短期内必然会 “倒逼” 国内企业进行研发。 加剧的外部竞争下，
非加工制造业部门会加速 “模仿创新” 吸收外部技术， 同时也会通过 “研发创新”
创造更多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来应对进口产品的挑战。 由于新产品往往会带来更高的

定价权， 各制造业行业的新产品快速涌现会推高行业成本加成能力， 进而提升各制

造业行业的非加工部门 ＤＶＡＲ， 其公式推导如下：

　 　 　 　

􀆟ＶＤ
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ｔ

＜ ０

􀆟Ｐ ｉｔ

􀆟ＶＤ
ｉｔ

＞ ０

􀆟ρｉｔ

􀆟Ｐ ｉｔ
＞ ０

ü

þ

ý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
􀆟ρＮｏｎＰｒｏ

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ｔ

＝
􀆟ρＮｏｎＰｒｏ

ｉｔ

􀆟Ｐ ｉｔ

􀆟Ｐ ｉｔ

􀆟ＶＤ
ｉｔ

􀆟ＶＤ
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 ０

　 　 　 　 ⇒
􀆟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

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ｊｔ

＝
􀆟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

ｊｔ

􀆟ρＮｏｎＰｒｏｊｔ

􀆟ρＮｏｎＰｒｏ
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ｊｔ

＜ ０

（１３）

其次， 中间品关税与最终品关税不同， 其对非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的影响

主要通过进口替代效应来实现。 本文的逻辑假设是， 中间品关税的降低会直接导致

进口中间品价格下降， 进口中间品和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 Ｐ ｌ
ｔ ／ ＰＤ

ｔ 随之降低， Ｐ ｌ
ｔ ／

ＰＤ
ｔ 的降低促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国非加工制造业部门用更多的国外中间品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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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θｊｔ ＝ ∑
ｉ∈ΩＮｏｎＰｒｏ

ｊ

ＥＸＰＰｒｏ
ｉ ／

æ

è
ç ∑

ｉ∈ΩＮｏｎＰｒｏ
ｊ

ＥＸＰＰｒｏ
ｉ ＋ ∑

ｉ∈ΩＮｏｎＰｒｏ
ｊ

ＥＸＰＮｏｎＰｒｏ
ｉ

ö

ø
÷



代本国中间品， 由此形成的替代效应会使非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快速降低， 其

公式推导过程如下：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 ０⇒

􀆟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
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
􀆟ＤＶＡＲＮｏｎＰｒｏ

ｉｔ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ＰＩ

ｔ ／ ＰＤ
ｔ ）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 ０ （１４）

综上分析， 当进口关税降低时， 会通过最终品关税下降产生的竞争效应推升非

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同时也会通过中间品关税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压低非加工

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根据研发创新工作的规律， 竞争效应的触发对企业自身实力有

一定的要求， 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研发新产品， 且企业从创新投入到新产品出现也

需要一定的周期。 但是， 用进口中间产品替代本国中间产品几乎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做

到的。 因此， 本文认为关税降低引发的替代效应相对于竞争效应会更迅速也更有力，
这一判断与目前基于中国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的学者们所提出的观点恰好相反。

２􀆰 加工制造业部门在关税降低时的反应

由于加工制造业的原材料主要由国外供应且可免征关税， 因而其进口投入成本

不受关税变动的影响。 加之， 加工制造业企业的订单需求方对中间品有质量要求及

专利许可限制， 结合廖涵 （２００３） ［２２］的研究及其研究涉及到的样本期内中国关税的

变化趋势， 可以判断中国加工制造业部门并不会因为中间品进口关税变动导致的国

外中间品价格下降去主动改变国外中间品与本国中间品的投入比例， 直接替代效应

在中国加工制造业部门基本不存在。 但是， 加工制造业部门在生产中依然会采购部

分国内中间品。 因中间品关税下降会通过直接替代效应降低国内非加工制造业部门

生产的中间产品的 ＤＶＡＲ， 如果加工制造业部门采购了这些国内中间产品， 就会因

间接替代效应导致 ＤＶＡＲ下降， 间接替代效应的传导公式如下：
􀆟ϕＰｒｏ

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 ０，
􀆟ＤＶＡＲＰｒｏ

ｉｔ

􀆟ϕＰｒｏ
ｉｔ

＜ ０⇒
􀆟ＤＶＡＲＰｒｏ

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
􀆟ϕＰｒｏ

ｉｔ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ＤＶＡＲＰｒｏ
ｉｔ

􀆟ϕＰｒｏ
ｉｔ

＞ ０ （１５）

此外， 因加工制造业部门的研发设计环节和销售市场均在境外， 本国最终品关

税的降低不会对加工制造业部门形成直接竞争效应。 但是， 由于加工制造业部门在

生产时会使用到国内非加工制造业部门的中间产品， 混合贸易型企业在内部也会把

非加工产品部门的新技术共享给加工产品部门。 这样最终品关税降低 “倒逼” 非

加工制造业部门形成的技术创新会通过中间品使用和技术共享而溢出到加工制造业

部门， 进而提升加工制造业部门的 ＤＶＡＲ， 本文将这种效应称为间接竞争效应。 总

的来说， 无论是间接替代效应还是间接竞争效应都要依靠加工制造业部门在生产中

投入本国中间品的过程来实现。 与非加工制造业的直接替代效应和直接竞争效应一

致， 通过间接传递后， 总体上间接替代效应依然会强于间接竞争效应， 最终关税的

降低会压低加工制造业部门的 ＤＶＡＲ。
３􀆰 关税的结构效应

通过上文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对非加工贸易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和加工制

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的影响分析可判断， 在替代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下关税下降

最终将导致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和非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的降低。 但从公式

（１２） 可知， 决定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除了不同制造业部门的 ＤＶＡＲ外， 非加工制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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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部门出口在整体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比重 θ 也非常关键。 Ｂｒａｎｄｔ 和 Ｍｏｒｒｏｗ
（２０１７） ［２３］的研究发现关税的下降能够导致非加工贸易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上升。
由于非加工制造业部门的 ＤＶＡＲ 要高于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平均值。 因此， 如果

关税下降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效应足够强， 关税的下降反而会推高整体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 结构效应的公式机理如下：

　 　
􀆟ＤＶＡＲ ｊｔ

􀆟θ ｊｔ
＞ ０，

􀆟θ 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 ０⇒

􀆟ＤＶＡＲ 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
􀆟ＤＶＡＲ ｊｔ

􀆟θ ｊｔ

􀆟θ 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 ｊｔ
＜ ０ （１６）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假说：
假说 １： 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会通过直接替代效应和间接替代效应分别降低非加

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和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最终品关税的下降则会通过直接竞争效应和

间接竞争效应提升非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和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假说 ２： 关税下降形成的替代效应强于竞争效应， 在两种效应叠加下， 关税的

下降最终会压低中国非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和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假说 ３： 虽然关税的下降会导致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都跟着下

降。 但是， 关税降低造成的产业结构效应会推升非加工制造业的出口比重。 由于产

业结构调整带来的 ＤＶＡＲ 提升作用更大。 最终， 关税下降反而导致中国整体制造

业 ＤＶＡＲ上升。

三、 实证模型设定及数据选取

（一） 模型设定

１􀆰 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 ＧＡＭ
目前， 学者们对贸易问题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线性模型假定。 然而， 现实中贸

易指标间的关联往往是在波动中非线性演变的， 将线性的参数模型假定用于研究关

税变动对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是一种较为生硬的做法。 为了揭示关税与制造业

ＤＶＡＲ之间最准确的响应关系， 我们就要借助非参数估计模型， 通过估计函数而非

参数的方式来更准确的描绘出关税变动对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路径。 遗憾的

是， 长期以来非参数模型自身的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数据需求量大①； 引入多解

释变量后的 “维度灾难” 问题②， 使得非参数模型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上的发挥空

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为了解决非参数模型中的上述缺陷， Ｓｔｏｎｅ （１９８５） ［２４］率先提出了用单变量平

滑的方式将非参数模型中的变量拆分成单独的可加项， 基于该方法可有效地避免了

“维度灾难” 的发生， Ｓｔｏｎｅ （１９８５） 将其命名为可加模型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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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有效模拟出所有变量间的非参数关系， 非参数估计模型需求的数据量非常巨大， 这在国际贸易等

宏观研究领域往往是无法满足的， 因为宏观数据大多以年份记载， 而现如今可获得的可靠贸易数据不过数十

年， 难以支撑非参数估计开展的数据需求。
即在非参数估计中随着变量的增加， 模型方差的增加往往是指数级的， 使得非参数拟合结果变得不是

非常理想。



Ｈａｓｔｉｅ和 Ｔｉｂｓｈｉｒａｎｉ （１９８６［２５］、 １９９０［２６］） 又将可加模型与广义线性模型的原理相结合

提出了广义可加模型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该模型的公式表现形式为：

ｙ ＝ ａ０ ＋∑ ｎ

ｉ ＝ １
ｆ
ｉ
（ｘｉ） ＋ μ （１７）

公式 （１７） 中 ｆｉ（·） 即光滑函数， ｘｉ 为非参数估计变量， ａ０ 为常数项， μ 是误差

项， ｎ 为非参数项的个数。 非参数广义可加模型还可以通过加入参数项演变成半参

数广义可加模型， 加入参数项后模型的公式变为：

ｙ ＝ ａ０ ＋∑ ｎ

ｉ ＝ １
ｆ
ｉ
（ｘｉ） ＋∑ｍ

ｊ ＝ １
β ｊｘ ｊ ＋ μ （１８）

可以看出公式 （１８） 相较于公式 （１７） 仅添加了参数估计项∑ｍ

ｊ ＝ １
β ｊｘ ｊ ， β ｊ 为

参数项系数， ｘ ｊ 为参数项变量， μ 是误差项， ｍ为参数项个数。 考虑到本文贸易模型

要验证的是多国多行业样本， 本文又借鉴 Ｄｅ Ｂｅｎｅｄｉｅｔｉｓ 等 （２００９） ［２７］的做法， 在模

型中加入国家行业虚拟变量， 控制由国家 （地区） 和行业差异带来的截面异质性

影响。 同时， 为了克服时间变化造成的影响， 本文在模型中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

量。 带有双重固定效应的 ＧＡＭ 模型所得出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
相较于直接使用面板数据进行散点拟合更准确。 最终， 通过将关税指标作为非参数

估计项， 本文构建的半参数基准估计模型如下：
ｙｃｉｔ ＝ ａ

ｃｉ
＋ ｆ Ｔａｒｉｆｆｃｉｔ( ) ＋ λ ｔ ＋ μｃｉｔ （１９）

其中， ｙ 表示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依次使用整体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 、 非加工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ｎｐ） 和加工制造业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 （ＤＶＡＲｐ） 作为 ｙ 进行实证检验。 同时， 本文将在回归中依次使用最终品关

税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和中间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对公式 （１９） 中的 Ｔａｒｉｆｆ 进行替换以检验

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对制造业 ＤＶＡＲ 造成的影响。 α 为国家行业虚拟变量， λ
为年度虚拟变量， μ 为随机误差项， ｃ 表示国家， ｉ 表示行业， ｔ 表示年度。

２􀆰 基准参数模型

虽然借助半参数 ＧＡＭ模型能够更准确的捕捉进口关税降低对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

影响方向和路径。 但由于估计结果是函数图像， ＧＡＭ 模型无法提供进口关税和制

造业 ＤＶＡＲ指标间的响应参数， 为验证半参数回归中核心变量间的整体关联趋势

是否稳健并获取变量间的响应参数， 本文又构建了参数估计基准模型， 模型公式

如下：
ｙｃｉｔ ＝ ａ

ｃｉ
＋ β０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ｃｉｔ ＋ β１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ｃｉｔ ＋ βＸｃｉｔ ＋ λ ｔ ＋ μｉｔ （２０）

其中， ｙ 表示被解释变量。 此处， 本文依然会依次使用整体制造业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 、 非加工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ｎｐ） 和加工制造业出口

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ｐ） 作为 ｙ 进行实证检验。 与半参数模型相同的是， 公式 （１９）
中的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为最终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为中间品关税。 但与半参数估计不同的是，
参数模型可将两种关税同时加入到解释变量中。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只要将参数估计

结果中两种关税变量的参数相加， 本文就可以判断关税降低对制造业 ＤＶＡＲ 造成

的综合影响。 Ｘ 为模型加入的其他控制变量， ａ 为国家行业虚拟变量， λ 为年度虚拟

变量， μ 为随机扰动项， ｃ 表示国家， ｉ 表示行业， ｔ 表示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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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选取及测度方法

１􀆰 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测算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择将 ＯＥＣＤ投入产出数据库 ２０１６ 版的投入产出表作为本文的核心测算

数据。 ＯＥＣＤ２０１６投入产出表相对于其他数据库提供的投入产出表最大的优势是，
其制表统计过程中对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部门进行了分割统计， 基于

该表计算获得的双边行业 ＤＶＡＲ 可按照贸易方式的异质性进行区分， 这样就可以

实现基于ＷＩＯＤ等其他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无法进行的贸易方式异质性问题

研究。 ＯＥＣＤ２０１６投入产出表的另一个优势是， 样本跨度覆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中

国在 １９９２年后进行了大幅的关税下调， 因而对 ２０００年前的样本进行研究非常具有

参考价值。 此前， 基于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的微观研究囿于可获取的海关统计数据

起始年为 ２０００年， 没有将 ２０００年前的样本包含在内， 其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是不及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数据来得准确的①。
２􀆰 双边行业 ＤＶＡＲ分解方法的选取

为了更准确计算异质性贸易部门的 ＤＶＡＲ， 本文在实际计算中借鉴了李洲和马

野青 （２０２１） ［２８］对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后向增加值算法的改进措施对加工制造业部门

和非加工制造业部门进行分类计算。 相对于此前学者们更多使用的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 前向 ＤＶＡＲ算法， 本文的后向 ＤＡＶＲ算法有两点优势： 一是可以实现在双

边行业层级的 ＤＶＡＲ有效测算； 二是结合 ＯＥＣＤ 投入产出数据， 本文能够在区分

贸易方式异质性的前提下实现对制造业部门的 ＤＶＡＲ分解测算②。
３􀆰 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

本文借鉴了过往学者们的做法对关税进行了分类计算， 将制造业关税分为最终

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 其中， 最终品关税的计算公式如下：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ｔ ＝
∑ ｊ∈ｉ

ｎＨＳ
ｉｊｔ ｔａｒｉｆｆｉｊｔ

∑ ｊ∈ｉ
ｎＨＳ
ｉｊｔ

（２１）

公式 （２１） 中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ｔ 为行业 ｉ 在 ｔ 年的最终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ｊｔ 为行业 ｉ 在 ｔ 年对

属于本行业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ｊ的进口税率， ｎＨＳ
ｉｊｔ 为 ｔ年属于行业 ｉ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ｊ

的税目数。 中间品关税的计算公式如下：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
∑ ｋ∈ｈ

ｉｍｐｏｒｔｉｋｔ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ｋｔ

∑ ｋ∈ｈ
ｉｍｐｏｒｔｉｋｔ

（２２）

公式 （２２） 中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为行业 ｉ 在 ｔ 年的中间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ｋｔ 为 ｔ 年行业 ｉ 投
入的行业 ｋ 的中间产品对应的最终品关税， ｉｍｐｏｒｔｉｋｔ 为行业 ｉ 在 ｔ 年投入的行业 ｋ 的

中间产品金额， ｈ 为与 ＨＳ６位码对应的 ＯＥＣＤ投入产出表行业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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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无法获得 １９９５年中国 ＨＳ编码细分产品关税数据， 故将 １９９５年的数据从样本中剔除。
本文的 ＤＶＡＲ的计算理论公式过于繁杂， 限于篇幅本文不便于展开说明， 如有兴趣可参看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 ［１３］以及李洲和马野青 （２０２１） ［２８］的论文及附录。



４􀆰 关税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进口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的原始数据来自ＷＩＴＳ ＴＲＡＩＮＳ数据库。 控

制变量中， 中国双边贸易伙伴国家 （地区） 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 ＧＤＰ 数据， 以

及中国研发投入在 ＧＤＰ 中的占比 （Ｒ＆Ｄ） 数据主要来自 ＷＤＩ数据库。 本文另从世

界经济展望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ＡＴＣＨ） 网站获取了中国台湾地区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

的 ＧＤＰ 作为 ＷＤＩ数据的补充。 考虑到营商环境的影响， 本文的模型控制变量中加

入了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 （ＥＦＩ）， 该数据来自 Ｆｒａｓ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ｅ 数据库。 另考虑到出

口的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 本文在控制变量中还加入了不同制造业分类所对应的

总出口 （ＥＸＰＴ） 和中间品出口占比 （ＩＭＰ）。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ＧＡＭ模型的验证结果

图 ２至图 ４是将模型自由度上限设置为 ４时， 制造业中间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与

三组 （整体、 加工和非加工） 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高斯拟合图。 从图 ２可以看出， 整体

制造业 ＤＶＡＲ和中间品关税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 随着中间品关税的降低， 整体制

造业 ＤＶＡＲ的上升趋势显著且接近于线性。 而图 ３和图 ４中非加工制造和加工制造业

的 ＤＶＡＲ都与中间品关税呈现出较明显的非线性正向关系， 也就是说， 随着中间品关

税的降低， 非加工制造业ＤＶＡＲ和加工制造业ＤＶＡＲ总体上都会下降。 此外， 从图３和
图 ４中还可以发现， 当中间品关税高于 １５％时， 关税的变动对非加工制造业ＤＶＡＲ和加

工制造业ＤＶＡＲ的影响几乎为零。 但是， 当中间品关税降至１５％以下时， 关税与非加工

制造业 ＤＶＡＲ和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关系变为了正向。 考虑到， 中国已经处于低关税

区间， 今后关税的进一步下调将引发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更剧烈的下降。

图 ２　 中间品关税税率与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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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间品关税税率与非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图 ４　 中间品关税税率与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图 ５至图 ７显示的是将模型自由度上限设置为 ４ 时， 制造业最终品关税税率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与三组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指数的高斯拟合图。 从三幅图中均可看出，
最终品关税和三组制造业 ＤＶＡＲ 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此外， 与中间品关税与

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半参数模型回归结果不同的是， 图 ６中非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和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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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受到最终品关税下降的影响无论是在高关税区间还是在低关

税区间都显著呈负向， 最终品关税的降低将显著推升非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和加工

制造业 ＤＶＡＲ， 这一发现与此前学者们基于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总的来

说， 图 ３、 ４、 ６、 ７的回归结果共同验证了本文假说 １ 的正确性， 图 ２ 和图 ５ 的回

归结果则共同验证了本文假说 ３结论部分的正确性。

图 ５　 最终品关税税率与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图 ６　 最终品关税税率与非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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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最终品关税税率与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二） 基准模型参数估计

表 １是整体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 与中间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 和

最终品关税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ｉｔ ） 的基准参数模型回归结果。 表 １ 中 （１） （２） 两列单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 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对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的参数回归

结果与图 ２和图 ５中对应的半参数 ＧＡＭ的回归结果是相符的。 而从 （３） （４） （５）
列的回归结果来看， 将两种关税同时放入模型后，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对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 影响开始变

得不显著， 这主要是由两种关税指标间的共线性所致。 但即便共线性导致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ｉｔ

变得不显著也并不影响两种关税对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 的叠加影响依然为负向显著的

表 １　 整体制造业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ＤＶＡＲｔｏｔａｌ ｌｎＤＶＡＲｔｏｔａｌ ｌｎＤＶＡＲｔｏｔａｌ ｌｎＤＶＡＲｔｏｔａｌ ｌｎＤＶＡＲｔｏｔａｌ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０１００ ０􀆰 １０５∗∗∗ －０􀆰 ００３００
（－２􀆰 ４８） （０􀆰 ０９） （６􀆰 １９） （－０􀆰 １３）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０􀆰 １９７∗∗∗ －０􀆰 １６２∗∗∗ －０􀆰 １５５∗∗∗ －０􀆰 １９９∗∗∗

（－９􀆰 １４） （－８􀆰 ３１） （－８􀆰 １０） （－９􀆰 ０１）

常数项
４􀆰 ２４５∗∗∗ ４􀆰 ６３２∗∗∗ ４􀆰 ４６１∗∗∗ ４􀆰 ４５９∗∗∗ ６􀆰 ３８８∗∗∗

（４９􀆰 ８１） （７２􀆰 ２１） （２０７􀆰 ９０） （２３􀆰 ８２） （３１􀆰 ６０）
控制变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行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５ ８０３ １５ ８０３ １５ ８０３ １５ ８０３ １５ ８０３

调整的 Ｒ２ ０􀆰 ２５７ ０􀆰 ２９８ ０􀆰 ２１２ ０􀆰 ２８４ ０􀆰 ３３２
注： 括号内为 ｔ统计量；∗∗∗、∗∗和∗依次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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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 根据第 （５）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关税下降 １％将导致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下降约 ０􀆰 １９％。 表 １中的回归结果与此前基于微观数据在进口自由化对中国

ＤＶＡＲ影响问题上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得出的判断总体一致。 表 １ 中的回归结果验证

了本文假说 ３关税下降对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形成提升的结论， 至于假说 ３中提

出的提升路径是否存在还需在下文中做进一步验证。
下表 ２中显示的是本文对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的参数回归结果。 从

（１） （２） 两列对加工制造业的回归结果与 （３） （４） 两列对非加工制造业的回归

结果中均可以看出， 中间品关税税率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同两个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 （ＤＶＡＲｐ、 ＤＶＡＲｎｐ） 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联。 此外， 从表 ２ 中的回归结果

还可以看出， 中间品关税对数变量的系数要明显大于最终品关税对数变量系数的绝

对值， 证明了关税下降带来的替代效应要远大于竞争效应。 在两种效应叠加下， 关

税下降会压低中国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 这一发现与此前基于微观

数据进行研究的学者们的观点刚好相反①。 表 ２ 的参数模型基准回归结果直接验证

了本文假说 １的正确性， 同时也验证了假说 ２前半部分的正确性②。

表 ２　 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ＶＡＲｐ ｌｎＤＶＡＲｐ ｌｎＤＶＡＲｎｐ ｌｎＤＶＡＲｎｐ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０􀆰 ２２３∗∗∗ ０􀆰 ３１４∗∗∗ ０􀆰 １２４∗∗∗ ０􀆰 ０９４∗∗∗

（１１􀆰 ５１） （１１􀆰 ０１） （３１􀆰 ０５） （１６􀆰 ４１）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０􀆰 １３０∗∗∗ －０􀆰 １３６∗∗∗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３∗∗∗

（－８􀆰 ００） （－８􀆰 ２０） （－６􀆰 ０７） （－９􀆰 ５７）

常数项
１􀆰 ６８２∗∗∗ ６􀆰 ０８２∗∗∗ ４􀆰 ５９８∗∗∗ ４􀆰 ４８３∗∗∗

（８􀆰 ２６） （２７􀆰 ８１） （８３􀆰 ６７） （７６􀆰 １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行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５ ７５２ １５ ７５２ １５ ７９８ １５ ７９８

调整的 Ｒ２ ０􀆰 ５８７ ０􀆰 ７３７ ０􀆰 ７２１ ０􀆰 ８０７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投入产出数据， 从中宏观视角分别对进口自由

化如何影响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ＡＶＲ和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非加工制造业部门 ＤＶＡＲ
进行参数回归验证。 在验证后， 本文得出的结论与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等学者基

于微观企业 ＤＶＡＲ数据进行同类研究获得的结论完全相反， 而与同样使用投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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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中间品关税税率是按照制造业行业进口中间品加权的直接关税税率， 因此中间品关税税率的变动

必然会受到直接关税变动的影响。 这里存在一个关税传导， 如果中间品关税降低的速度要慢于直接关税， 即

便中间品关税的系数绝对值更大， 两种关税的综合影响系数也可能是正向的。 为了防止出现判断失误， 本文

将 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年中国各制造业行业两类关税的下降幅度进行了对比 （见附录）。 比对后， 本文发现中间品关

税总体上的下降速率要略微快于最终品关税下降的速率， 也就是说即便中间品关税系数和最终品关税系数的

绝对值相等， 两种关税的叠加影响也会是正向的。 而表 ２模型 （１） （２） （３） （４） 中中间品关税对数变量的

系数基本都远高于最终品关税对数变量系数的绝对值， 所以两类关税对 ＤＶＡＲ的叠加影响必然是正向的。
本文的基准参数模型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详见附录。



出数据进行研究的 Ａｉｃｈｅｌｅ 和 Ｈｅｉｌａｎｄ （２０１８） 观点完全一致。 本文的检验结果再

次证明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套用于中国制造业的宏观表现。

五、 进口自由化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本文的基准参数模型回归结果， 降低关税形式的进口自由化会导致加工制

造业 ＤＶＡＲ和非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下降。 但是， 在对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与关税变

量的半参数回归及参数回归中， 本文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关税与中国整体制

造业 ＤＶＡＲ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联。 也就是说， 在关税下降造成加工制造业和非

加工制造业 ＤＶＡＲ 均降低的情况下， 更低的关税反而推升了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对此， 本文假说 ３做出的假设是， 关税的下降会通过改变加工制造业部门

和非加工制造业部门出口比重的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推升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为

了检验假说 ３ 中提到的产业结构效应是否真的存在， 本文借鉴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 ［２９］的做法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来对假说 ３进行验证， 模型结构如下：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 ＝ ａ

ｃｉ
＋ β０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ｃｉｔ ＋ β１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ｃｉｔ ＋ βＸ′ｃｉｔ ＋ λ ｔ ＋ μｉｔ （２３）

ＮＰＥＰｃｉｔ ＝ ａ
ｃｉ
＋ β０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ｃｉｔ ＋ β１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ｃｉｔ ＋ βＸ′ｃｉｔ ＋ λ ｔ ＋ μｉｔ （２４）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 ＝ ａｃｉ

＋ β０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ｃｉｔ ＋ β１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ｃｉｔ ＋ ρＮＰＥＰｃｉｔ ＋ βＸ′ｃｉｔ ＋ λ ｔ ＋ μｉｔ （２５）
其中， ＤＶＡＲ ｔｏｔａｌ为整体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ＮＰＥＰ 为非加工制造业在整

体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用非加工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总出口的比表示。 Ｘ 􀆳为中介

效应分层模型的控制变量。
表 ３是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首先， 从表 ３第 （１） 列模型 （２３） 的回归结

果看， 中间品关税对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最终品关税对整体制

造业 ＤＶＡＲ的影响显著为负向。 接着观察第 （２） 列模型 （２４） 的回归结果则发

现， 中间品关税与非加工制造业在整体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

系， 也就是说中间品关税的降低将显著提升非加工制造业在整体制造业出口中的比

重。 最后， 在第 （３） 列的模型 （２５） 回归结果中， 中间品关税的系数显著为正，
最终品关税的系数显著为负， 两种关税的叠加影响系数绝对值显著缩小， 同时

ＮＰＥＰ 系数显著为正向。 综合表 ３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判断， 进口自由化的确通过改

变非加工制造业出口占比这一中介变量对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产生了推升。 中介效

应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假说 ３提出的进口关税下降对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的产业

结构效应影响的确存在， 且从回归结果可知总体关税下降 １％将通过产业结构中介

效应诱导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 ０􀆰 ０５６％。
实际上， 进口关税下降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中介效应与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３０］

提出的企业进入与退出决策机制有关。 现实中， 让在位制造业企业进行现有产业布

局上的技术升级是极为困难的。 大部分企业受制于自身规模， 无法拥有足够的资金

进行研发投入， 往往企业在面临关税降低时可做的选择只有进入或者退出某种产品

行业。 在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过程中， 各制造业行业内的非加工制造业企业占比快速

上升， 最终使得各行业的整体 ＤＶＡＲ 上升， 这是进口自由化提升中国整体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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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的真实路径。

表 ３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ＤＶＡＲ ＮＰＥＰ ＤＶＡＲ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０􀆰 ００３２０ －０􀆰 ５２３４∗∗∗ ０􀆰 ０７７８∗∗∗

（－０􀆰 １３４５） （－７􀆰 ２８０１） （４􀆰 ９３５９）

ｌｎ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０􀆰 １９８９∗∗∗ ０􀆰 １４５ －０􀆰 ２２０５∗∗∗

（－９􀆰 ０１１２） （１􀆰 ３９４７） （－２２􀆰 ６８７７）

ＮＰＥＰ ０􀆰 １５７７∗∗∗

（４７􀆰 ６１６１）

常数项
１１􀆰 ５３５２∗∗∗ ２０􀆰 ２０４５∗∗∗ ４􀆰 ８６０５∗∗∗

（６􀆰 ０００１） （３􀆰 ３９０４） （７３􀆰 ８４５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行业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度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５ ８０３ １５ ７９８ １５ ７９８

调整的 Ｒ２ ０􀆰 ３３２ ０􀆰 ０８３５ ０􀆰 ７６６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ＯＥＣＤ于 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投入产出数据， 从中宏观层面对近几年学者

们在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 问题上的分歧进行解析验证。 通过理

论推导和双重模型检验， 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１） 中间品关税下降的替代效应

会导致中国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 下降， 最终品关税下降的竞争效

应则会反向引起中国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 上升。 （２） 加工制造业

和非加工制造业受到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效应都要远低于替代效应， 在替代效应和

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下， 关税下降最终会导致中国加工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下降。 （３） 进口关税的下降除了通过竞争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中国制造业

ＤＶＡＲ外， 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来改变中国整体制造业 ＤＶＡＲ， 在

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下， 进口关税的下降反而推升了中国整体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
根据的本文的研究能够获得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 因降低进口关税会导致加工

制造业和非加工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 也跟着降低， 指望通过降关税在现有产业结构下

“倒逼” 创新来推动国内制造业的 ＤＶＡＲ整体提升是不现实的。 其次， 在推行进口

自由化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拓宽企业融资

渠道、 改善营商环境等工作上， 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补贴强推低竞争力在位企业进行

研发投入， “赶鸭子上架” 式的创新模式是不可取的。 最后， 在关税下降和国内的

要素禀赋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为了实现最大经贸利益， 今后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出

口比重逐步下降是大趋势， 但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加工制造业， 在这样的情

况下 “稳量提质” 甚至 “减量提质” 对中国加工制造业都是较优的发展策略。 在

降低进口关税的同时，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与自由贸易市场相适应的非关税改革

措施是保障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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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 ａｎｔｉ⁃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ｅｍ⁃
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ｏｌｉｃｙ􀆳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Ｖ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Ｎｏｎ⁃ｔａｒｉｆｆ Ｒｅ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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